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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剧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并行的背景下, 利用数

字技术网络赋能全球价值链韧性对于我国维护产业安全尤为重要。 本文基于跨城数

字专利合作数据构建城市数字技术网络地位指标, 继而探索了数字技术网络嵌入如

何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韧性。 研究发现, 城市数字技术网络嵌入能够显著增强企业

全球价值链韧性。 基于知识边界这一视角的机制检验发现, 数字技术网络嵌入拓宽

了企业技术范围和出口产品范围等显性知识边界, 以及企业贸易网络和信息网络等

隐性知识边界, 从而提高全球价值链韧性; 同时, 知识守门人能够增强数字技术网

络嵌入的全球价值链韧性提升效应。 此外, 本文提出 “数字地位邻近优势” 这一

观点, 即城市间数字网络地位邻近所产生的正向溢出效应高于传统的地理邻近。 本

文从城市网络视角揭示了数字技术对全球价值链韧性的赋能逻辑, 为增强产业链供

应链韧性提供了空间经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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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近年来, 地缘政治冲突加剧、 技术封锁频发等事件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构

成了严峻挑战, 也凸显出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竞争中所面临的脆弱性风险。 在此

背景下,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探索提

升全球价值链韧性的有效路径, 既是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迫切需求, 也是统筹我国

发展与安全、 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支撑。 早期全球价值链理论以垂直专

业化分工为核心, 强调贸易附加值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驱动 ( Koopman
 

et
 

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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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 ; 吕越等, 2015[2] )。 在此过程中, 多重不确定性冲击推动着全球价值链的

研究重心加速从效率优先转向风险防御和韧性构建 (倪红福等, 2024) [3] 。 转型

中, 数字技术展现出双重赋能效应: 一方面, 区块链、 人工智能驱动的智能合约与

分布式生产网络正在重塑全球价值链的权力结构, 使得企业从被动适应风险转向主

动提高韧性 (Sharma
 

et
 

al. , 2021[4] ; 杨仁发和郑媛媛, 2023[5] ); 另一方面, 5G、
工业互联网等技术通过增强供应链可视化和敏捷响应能力, 直接提高企业在全球价

值链竞争中的适应性与抗风险能力 ( Ivanov
 

et
 

al. , 2019[6] ; 吕越等, 2024[7] ; 李

凯杰等, 2024[8] )。
值得注意的是, 当前全球价值链风险呈现跨域传导、 链式扩散的新特征, 单一

城市数字能力的提升尚不足以构建系统性风险防御体系。 既有文献大多在本地场所

空间内探讨经济主体数智化转型对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 忽视了数字技术跨区域

联系对全球价值链韧性所产生的网络外部性。 在国内统一大市场不断推进和数字经

济加速渗透的双重背景下, 数字活动在超越城市个体的更大范围内经历着空间重

构, 由数字技术构成的城市网络在更大空间尺度上推动了异质性和互补性资源流

动, 这使得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数字动能不再局限于城市或企业内部, 而是

更多地取决于城市之间的数字链接能力。 在这一背景下, 本文突破本地空间视角,
从显性与隐性知识边界双重维度揭示城市数字技术网络嵌入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韧

性的传导路径, 并提出 “数字地位邻近优势” 这一观点。
目前关于城市数字技术网络的研究聚焦于特征事实描述。 邓慧慧等 (2022) [9]

利用不同城市中数字专利合作数据测算了我国各城市的数字技术网络地位并分析相

关驱动因素; Xu
 

等 (2024) [10] 测算了我国城市数字经济网络的空间结构。 然而,
数字技术城市网络的经济效应尚未有相关研究。 与本文研究内容关联密切的一类文

献是城市网络的经济效应研究。 一方面, 基于规模借用视角, 城市间网络关联的强

化使得中小城市得以共享邻近大城市的市场体量与专业服务资源, 从而弥补其自身

体量有限的局限; 与此同时, 大城市亦能通过接入网络获取原先难以触及的优质要

素。 这一双向互动机制共同推动了区域整体经济效率的提升与创新主体的加速成长

(Capello
 

and
 

Camagni, 2000[11] ; Meijers
 

et
 

al. , 2016[12] )。 另一方面, 从市场整合

维度看, 城市网络促进了资本、 技术等要素的顺畅流动与信息的充分交换, 进而实

现资源的高效重组与生产力的优化 (王媛和唐为, 2023) [13] 。 然而, 城市间网络的

深化亦加剧了中小城市所面临的竞争压力。 在核心大城市附近的中小城市, 其增长

动能可能因要素向心聚集的虹吸作用而受到抑制。 因此有研究认为, 城市网络产生

的正向溢出在更广阔的地理范围内表现得更为明显 (张晶和陈海山, 2022) [14] 。
与本文关联较为密切的另一类文献是数字技术对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影响研究。

部分学者发现, 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来提高

出口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 Foster
 

et
 

al. , 2018[15] ; 文武等, 2024[16] ), 还

能够通过提高供应链协同效率提升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 ( Buckley
 

and
 

Strange,
2015) [17] 。 此外, 马述忠等 (2024) [18] 发现, 数字技术应用提高了企业开展远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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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服务的能力, 进而提升了技术要素的全球化水平和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 需要注意

的是, 对于依靠劳动力红利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国家, 数字技术会对劳动密集型

部门产生巨大的挤出效应, 进而损害后者的全球价值链地位 (Artuc
 

et
 

al. , 2023)[19] 。
本文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发现, 目前数字技术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已得到广

泛探讨, 然而, 对基于数字技术形成的城市网络所产生的贸易效应研究非常匮乏。
本文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 在研究视角方面, 现有关于企业全球价值

链韧性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数智化转型、 贸易协定视角出发, 忽视了国内统一大

市场的潜在影响。 本文运用我国企业跨地区数字技术合作形成的 “流数据” 构建

城市数字技术网络地位指标, 考察数字技术网络嵌入对本地企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

影响, 以期从数字视角丰富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理论内涵。
第二, 在研究对象方面, 目前城市网络的外部效应研究聚焦于宏观层面的经济效

率, 忽略了前者对微观企业外贸活动可能存在的深刻影响。 本文将城市网络外部性

的分析视野从宏观效率层面延伸至企业出口安全这一微观维度, 并凸显了知识守门

人在其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第三, 在机制设计方面, 现有某一因素对全球价值

链韧性的影响机制研究主要从提效率、 降成本这两大方面展开, 本文基于数字技

术网络外部性的底层逻辑, 创新性地运用企业专利数据、 供应链数据以及出口产

品数据等, 多角度地从显性知识边界和隐性知识边界这两大方面论证了数字技术

网络嵌入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传导渠道, 以期为理解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与高水平对外开放之间的理论逻辑提供新的阐释。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根据网络外部性理论, 城市在数字技术网络中的连通性越强, 其作为信息与资

源枢纽的功能就越突出。 这有助于本地企业在更广袤的区域空间中实现对生产要素

的获取与配置, 从而转化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 首先, 从协

同效应角度出发, 数字技术网络的发展促进了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之间的技术资源

互动, 使得各类创新要素得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精准对接, 这使得企业能够通过网

络关键节点获取多维度数据资源与异质性数字技术, 这不仅增强了企业对国际市场

需求波动的实时感知能力, 还可通过数据驱动的敏捷决策优化全球供应链布局, 降

低外部冲击导致的断链风险 (张志等, 2024) [20] 。 例如, 企业通过嵌入数字平台获

取全球市场动态数据, 能够快速响应区域市场变化, 从而在供应链中断时迅速找到

替代方案。 其次, 从知识基础观角度出发, 数字技术网络嵌入通过深度协作促进知

识共享与技术扩散, 有助于企业构建更加稳固的全球合作伙伴生态, 这不仅能减少

企业对单一贸易伙伴的依赖并分散风险, 还能快速吸收前沿技术并将其应用于产品

开发与生产流程中, 增强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技术主导权 ( 陈晓红等,
2022) [21] 。 并且, 城市数字技术网络嵌入赋能本地企业将海量数据转化为可观察性

知识, 精准识别价值链中的脆弱环节并实施动态调整。 例如, 依托大数据技术, 企

业能够增强对全球供应链核心环节进行动态追踪与前瞻性布局的核心能力 (Dub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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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 2024) [22] 。 这种数据驱动的风险管理能力不仅提升了企业全球价值链的稳

定性, 还为其在全球竞争中提供了差异化优势。 最后, 在深度嵌入数字技术网络的

城市中, 企业更容易通过资源模块化重构与灵活配置在复杂环境下快速适应新常态

(余传鹏等, 2024) [23] , 从而提升其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中的风险应对能力。 综

上所述, 数字技术网络通过资源编排—动态能力—韧性强化的逻辑路径, 提升企业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战略灵活性与风险抵御能力。 由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 城市数字技术网络嵌入能够提高企业的全球价值链韧性。
城市数字技术网络嵌入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具体路径可以从显性知识边

界与隐性知识边界两大方面展开。
从显性知识边界出发, 显性知识是指通过专利、 技术标准等形式可以系统化传

播的知识, 是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的核心基础。 数字技术网络的跨域连接拓宽

了企业获取异地资源的渠道。 这一过程极大地延伸了企业接触与吸收外部知识的范

围, 使其能够从更广阔的地理空间内整合多种来源的显性知识资产与技术信息。 由

此, 数字技术网络的形成为企业提供了多维度的信息交流和技术合作平台, 极大地

拓展了企业的显性知识边界 (刘维刚等, 2025) [24] 。 根据城市网络理论, 节点间的

知识流动依赖于连接的密度和强度, 而数字技术网络通过促进节点之间的高频交互

实现了显性知识的流动与共享, 打破了传统地理距离对异质性知识流动的限制

(姚常成和吴康, 2022) [25] 。 这使得企业能够在更为广阔的空间范围内获取高价值

知识, 从而拓展了企业显性知识边界。 并且, 数字技术网络中的显性知识流动还

体现出对企业创新路径依赖性的突破。 技术路径依赖理论认为, 企业技术发展的

轨迹往往受制于本地既定的知识结构, 导致企业在研发过程中形成本地知识路径

依赖, 从而限制企业创新边界的拓展。 而通过深度嵌入数字技术网络, 企业能够

接触和吸收来自不同地区、 不同行业领域的创新成果, 从而推动创新活动的多维度

拓展 (王永贵等, 2023) [26] 。
通过拓展显性知识边界, 企业获得更为丰富的技术替代方案并提高适应性调整

能力, 从而增强应对价值链中断的能力。 随着企业在数字技术网络中获取技术的路

径愈加丰富, 其能够以更高的灵活性调整生产工艺、 优化产品设计, 减少技术滞后

或供应链瓶颈造成的运营风险 (Mariani
 

and
 

Wamba, 2020) [27] , 从而表现为其在全

球价值链中适应性和稳定性的提高。 此外, 在全球价值链中, 企业的稳定性和安全

性不仅依赖于技术和创新能力, 还依赖于其产品组合的多样性和供应链的灵活性。
显性知识边界的拓展意味着企业更容易通过拓宽产品种类范围进入新市场, 产品多

元化布局能够减少某一产品需求下降、 技术变革等因素给企业带来的冲击, 从而增

强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稳定性与安全性 (余传鹏等, 2024)。 基于上述分析, 本

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2a: 城市数字技术网络嵌入通过拓展企业的显性知识边界提升全球价值

链韧性。
在隐性知识边界方面, 隐性知识是指难以编码化、 通过经验和实践获得的知

识, 企业对隐性知识的掌握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所在城市的信息环境。 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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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网络嵌入程度的深化能够为本地企业提供丰富的交流和互动机会, 这些活动促

进了隐性知识的传播和共享。 根据贸易网络理论, 数字技术网络的深度嵌入提升了

跨区域贸易便利性, 为企业创造了与分布在不同城市的潜在供应商及客户建立商业

联系的广泛通道和机会, 表现为企业所能获得的隐性知识边界的拓展, 从而有助于

企业更加准确地把握国际市场趋势并开发出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 Feng
 

et
 

al. , 2016) [28] 。 根据城市社会网络理论, 随着城市在数字网络中占据更具影响力

的结构性位置, 其内部企业的市场能见度随之提升, 从而更容易赢得潜在贸易伙伴

的信任、 建立合作关系并获取关键的隐性知识, 这些非正式支持是企业参与全球价

值链竞争的重要保障 (Ambos
 

et
 

al. , 2021) [29] 。 此外, 跨域数字互动有效缩短了

不同城市企业间的认知与制度距离, 为难以编码的隐性知识创造了顺畅的溢出渠道

(刘烨等, 2023) [30] 。
通过嵌入数字网络获取的跨域隐性经验, 企业能够提升对市场波动的预判能力

及资源重组效率 (Mikalef
 

et
 

al. , 2019) [31] , 从而增强自身在全球价值链竞争中的

安全性和稳定性。 并且, 这些隐性经验不仅强化了企业在技术发展路径上的先导

地位, 更增强了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竞争中设计应对策略以及从冲击中迅速恢复的

抗风险能力 ( Schilke
 

and
 

Helfat, 2025) [32] 。 此外, 隐性知识的拓展使得企业能

够识别并快速利用潜在的合作机会, 与不同地区的企业在资源配置、 生产调度等

方面实现更高效的协作 ( Vuchkovski
 

et
 

al. , 2023) [33] , 从而提升企业全球价值

链韧性。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2b: 城市数字技术网络嵌入通过拓展企业的隐性知识边界提升全球价值

链韧性。
数字技术网络正外部性的发挥高度依赖知识的有效转化与扩散。 单纯依靠网络

中的异质性知识流动并不足以保证企业的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大幅提升, 企业还需要

依赖知识守门人来筛选和整合技术信息, 指导企业如何在实际操作中有效利用这些

技术和信息以应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不确定性。 知识守门人是指那些在组织或网

络中具备较强知识吸收、 编码和传播能力的个体或组织。 他们不仅能够识别和获取

外部知识, 还能将其转化为本地网络可理解的共享语言, 从而降低知识跨界传播过

程中面临的摩擦。 首先, 在知识编码与共享语言的构建方面, 知识守门人通过其知

识吸收与编码能力将复杂的外部知识转化为本地企业可理解的共享语言。 比如, 链

主型企业作为知识守门人, 通过与上下游企业的协同研发, 将国际标准转化为符合

本地生产条件的工艺流程 (Miguelez
 

and
 

Moreno, 2018) [34] 。 这种转化有助于更多

中小企业更加安全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其次, 在技术接口功能方面, 数字

技术网络中的技术对接功能在知识守门人的作用下进一步凸显, 由此提升了异质性

知识传递的效率 (李语杨等, 2021) [35] 。 例如, 协同设计平台可以帮助企业在全球

范围内共享数据, 供应链管理系统则能够实时监控和优化全球供应链的运作。 知识

守门人通过这些技术接口帮助企业更高效地利用外部知识优化生产流程或调整战略

布局, 进而强化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稳定性。 最后, 在知识守门人的桥接角色方

面, 知识守门人不仅连接多个外部知识源, 还通过其桥接角色提高企业间的信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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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与协作效率。 这种信任关系的建立降低了供应链中的信息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
使得企业在面对全球价值链风险时能够更快速地调整和适应 ( Giuliani

 

and
 

Bell,
2005) [36] 。 综上, 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3: 知识守门人能够增强城市数字技术网络对全球价值链韧性的正向

效应。

三、 模型设计与指标构建

(一) 计量模型构建

根据理论分析, 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来检验城市数字技术网络嵌入对企业全

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
GVCR ict =δ0 +δ1DINict + δCVict +μt +γc +νi + εict (1)

其中, 下标 i、 c、 t 分别指代企业个体、 所在城市及观测年份; GVCR 用以衡

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韧性; DIN 表征企业所属城市在数字技术网络中的地位,
其数值直接反映了城市融入数字技术网络的深度; CV 表示控制变量集合, 城市层

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外商直接投资 fdi (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对数)、 经济发展水平

gdpp (城市人均 GDP 的对数)、 产业多样化集聚程度 HHI①以及是否设有国家级重

点实验室 lab, 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TFP (运用 LP 法测

算)、 企业年龄 age、 融资约束 SA②、 工资水平 wage (人均工资的对数);
 

以及资本

深化 kl (企业人均固定资产的对数); 模型纳入了年份、 城市与企业三个层级的固

定效应 (μt、 γc、 νi); εict 表示随机扰动项。 考虑到关键自变量在数值尺度上存在

较大差异, 本文对模型中所有连续变量实施了标准化处理, 这一方面能够有效控制

由量纲不同引发的异方差现象, 另一方面也使得不同变量的回归系数具有可比性。
(二) 核心指标构建与描述③

1.
 

企业全球价值链韧性

全球价值链韧性的核心内涵是企业维持其价值链活动稳定的能力。 为捕捉这一

概念并契合中国企业在全球分工中更多利用国外上游投入的特征, 本文主要参考杨

仁发和郑媛媛 (2023) 的方法, 以企业全球价值链后向长度的波动性作为韧性的

代理变量。 具体测算分为以下两个步骤。
第一步, 计算企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后向长度。 本文首先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

测算出各个行业 k 在年份 t 的全球价值链后向长度, 继而, 利用企业 i 在各行业出

口额的构成作为权重, 加总得到企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后向长度, 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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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①产业多样化集聚程度 HHI 的测算公式为: HHIct = 1 - ∑
i

(Lcit / Lct)
2 。 其中, Lcit 表示城市 c当年各行业

从业人员数, Lct 表示城市 c 当年从业人员数总和。 HHI 的数值越大, 说明城市行业多样化集聚程度越高。

企业融资约束 SA 测算公式来源于 Hadlock
 

和
 

Pierce (2010) [37] 的研究。
限于篇幅, 数据来源和变量描述性统计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

询” 栏目查阅、 下载。



plv_ gvcit = ∑
k
plv_ gvckt(X itk / X it) (2)

其中, X itk 为企业 i在 t年从行业 k的进口额, X it 为其进口总额。 权重 X itk / X it 反

映了企业进口活动的行业分布, 体现了企业层面指标的微观异质性。
第二步, 计算企业全球价值链后向长度的滚动标准差以衡量韧性。 为捕捉企业

应对冲击的稳定能力, 本文计算其全球价值链后向长度在一个滚动时间窗口内的标

准差, 公式如下:

GVCR ipt = sd_ plv_ gvcit =
1

T - 1∑
T

t = 1
(plv_ gvcit -

1
T ∑

T

t = 1
plv_ gvcit)

é

ë
êê

ù

û
úú

1 / 2

(3)

其中, 样本期 T 设定为 3 年。 GVCR 为负向指标, 其值越小, 代表企业全球价

值链韧性越强。
2.

 

城市数字技术网络地位

在城市网络研究领域, 中心度是城市在网络中地位和重要性的最直观体现。 为

此, 本文主要采用节点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来衡量城市数字技术网络地位。 在网络

中, 一个城市的节点中心度越高, 这个城市与其他城市所建立的数字技术联系越

多, 在网络中的地位也就越高。 中介中心度是指经过某个节点的最短路径数目, 强

调城市在数字技术网络中发挥的桥接功能。 一个城市的中介中心度越大, 其他城市

对其依赖性也就越强。
该指标的测算过程包含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数据整理, 依据与数字技术相关

的国际专利分类 (IPC) 4 位分类号筛选出与数字技术有关的企业专利申请记录,
并根据专利申请人与合作申请人信息整理数字技术合作信息①。 第二阶段为构建城

市数字技术合作网络, 基于 “企查查” 检索专利申请人与合作申请人所在地址并

提取其所在城市, 以获取城市间数字技术合作信息。 第三阶段为网络指标计算, 本

文以城市间是否具有数字技术合作记录为基础构建城市数字技术网络邻接矩阵, 测

算城市在数字技术网络中的节点中心度与中介中心度。 具体公式如下:

Degreec = ∑
n

d = 1
a(c, d) (4)

Betweennessc = ∑
m, n≠c

nmn(c)
Nmn

(5)

式 (4) 中, Degreec 表示城市 c在数字技术网络中的节点中心度, a(c, d) 表示

由城市 c 发出并由城市 d 接收或是由城市 d 发出并由城市 c 接收的数字技术合作记

录, n 为网络中的城市数量。 城市 c 在城市数字技术网络中的节点中心度越高, 说

明城市在数字技术网络中的嵌入程度越深。 式(5) 中, Betweennessc 表示城市 c在数

字技术网络中的中介中心度, 其值代表了城市在数字技术网络中作为城市间数字技

术网络最短联接路径联接节点的重要性, Betweennessc 值越大, 说明城市在数字技

术网络中作为联接技术传递的角色越重要。 nmn(c) 表示从城市 m经由城市 c联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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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的识别依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 (2021) 》 以及国家

知识产权局公布的 《国际专利分类 (2018) 》 《国际专利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参照关系表 (2018) 》。



市 n 的最短路径数量, Nmn 表示从城市 m 经由城市 c 联接城市 n 的最短路径总数。
表 1 报告了以节点中心度为基础, 我国城市数字技术网络地位分类, 可以看

出, 我国各城市的网络地位呈现 “金字塔” 型分布特征, 各层级间存在明显断层。

表 1　 城市数字技术网络地位划分

类别 数量 节点中心度 中介中心度 代表城市

核心圈层≥100 1 114. 765 0. 180 北京

25≤次核心圈层<100 9 34. 922 0. 016 上海、 深圳、 南京、 杭州、 武汉等

5≤中间圈层<25 46 11. 162 0. 002 郑州、 沈阳、 长沙、 苏州、 合肥等

0≤边缘圈层<5 278 1. 420 0. 001 泰州、 湖州、 泉州、 宜昌、 吉林等

注: 表中的节点中心度、 中介中心度为各圈层的平均值。

四、 基准检验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数字技术网络嵌入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基准回归结果报告于表 2。 根据

列 (1)、 列 (2), 在未考虑控制变量的情况下, 节点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的估计

系数均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 结合本文衡量全球价值链韧性的代理变量是负

向指标, 这表明城市数字技术网络嵌入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全球价值链韧性。 在分

别加入城市控制变量和企业控制变量之后, 如列 (3) — (6) 所示, 节点中心度与

中介中心度的系数依然为负且显著。 本文对此理解为, 城市数字技术网络嵌入通过

增强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信息获取能力、 资源调配效率和风险缓冲机制, 有效提

升了企业应对全球价值链冲击的适应能力。 具体而言, 节点中心度的提升使企业能

够更高效地接入数字网络核心资源, 而中介中心度的强化则增强了企业在价值链关

键环节的协调控制能力, 二者均能够降低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中面对外部冲

击时的脆弱性。 至此, 假说 1 得到了初步验证。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Degree
-0. 053∗∗ 　 -0. 073∗∗∗ 　 -0. 068∗∗∗

(0. 022) (0. 025) (0. 025)

Betweenness 　 -0. 097∗∗∗ 　 -0. 126∗∗∗ 　 -0. 123∗∗∗

(0. 037) (0. 041) (0. 041)
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的 R2 0. 397 0. 397 0. 412 0. 411 0. 412 0. 412

观测值 9
 

658 9
 

658 8
 

536 8
 

536 8
 

504 8
 

504

注:∗ 、∗∗ 、∗∗∗分别代表 10%、 5%、 1%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城市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下表同。 后文估

计均控制了年份、 城市与企业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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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稳健性检验

1. 工具变量估计

为缓解潜在的内生性偏误,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再估计。 关于工具变量的

选取, 首先, 本文利用城市地理邻近矩阵及其距离矩阵构建城市地理中心度。 地理

中心度反映了城市在地理空间中的区位优势, 处于地理枢纽的城市能够依托高连接

性优先吸引数字基建布局, 从而影响城市在数字技术网络中的地位; 同时, 城市地

理中心度由地形、 历史等因素决定, 不会对企业全球价值链韧性产生直接影响, 符

合外生性和排他性的要求。 其次, 本文利用城市中心到 “八纵八横” 光缆网络骨

干城市的最短距离来构建工具变量①。 城市在数字技术网络中所占据的地位在较大

程度上依赖于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 而在历史上能成为光缆骨干节点的城市通常具

有较好的通信条件, 因而城市到 “八纵八横” 光缆网络骨干城市距离越短, 越有

利于城市在网络中占据重要节点地位; 同时, 该指标作为历史和地理数据, 符合工

具变量的排他性要求。
考虑到城市地理中心度和到 “八纵八横” 光缆网络骨干城市的最短距离是截

面数据, 为避免不随时间变化的工具变量在固定效应模型中被剔除, 本文将以上两

个变量分别与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 结果报告于表 3。 从节

点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的系数可以看出, 城市数字技术网络地位提升对企业全球价

值链韧性的影响具有强烈的稳健性。 同时, 工具变量的第一阶段系数值均在统计水

平上显著, 表明两个工具变量与数字技术网络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 且 LM 统计量

与 Wald
 

F 统计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排除了弱工具变量和过度识别等可能导致估

计偏差的潜在问题。

表 3　 稳健性检验: 考虑内生性

变量

工具变量: 地理节点中心性 工具变量: 光缆节点距离

IR Invest Ofdi_dum Invest

(1) (2) (3) (4)

Degree -0. 712∗ -0. 751∗

(0. 424) (0. 446)

Betweenness -1. 429∗ -1. 445∗

(0. 860) (0. 870)

第一阶段系数值
-0. 820∗ -0. 704∗∗∗ -0. 496∗∗∗ -0. 210∗∗∗

(0. 436) (0. 254) (0. 080) (0. 059)
第二阶段 F 统计量 4. 325 4. 107 4. 280 4. 087

识别不足检验
67. 384 53. 002 59. 144 48. 934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弱识别检验
46. 181 37. 572 43. 302 36. 567
{8. 96} {8. 96} {8. 96} {8. 96}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7
 

754 7
 

754 7
 

754 7
 

754

注: [] 中的数值是 p 值, {
 

} 中的数值是 Stock-Yogo 检验 10%水平的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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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信部官网公布的 “八纵八横” 光缆网络骨干城市和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发布的 《全国行政区

划中心点坐标》, 计算城市中心到 “八纵八横” 光缆网络骨干城市的最短距离。



2. 替换被解释变量

基于行业全球价值链后向长度波动性的韧性测度相对弱化了企业在冲击中主动

适应甚至实现升级这一韧性维度。 为此, 本文借鉴谢申祥和高新锐 (2025) [38] 的

测算方法, 运用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有向波动作为补充性韧性代理变量进行稳

健性检验, 公式如下:
 

Gresikt = 1 -
∑

t

j = 2
max

 

(0, Gposis, j -1 -Gposisj)

∑
t

j = 2
Gposisj -Gposis, j -1

(6)

其中, i 和 k 分别表示企业和行业, Gpos 为基于苏丹妮等 (2020) [39] 的方法测

算的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 分母代表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向上和向下变化幅度总

和, 分子代表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从第一年开始与下一年相比下降幅度总和。 可以

看出, 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在各年中向下波动越小或者向上波动越大, 意味着企业

全球价值链韧性越强。 根据表 4 列 (1)、 列 (2), 显著为正的系数表明, 城市嵌

入数字技术网络能够有效提高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韧性。
此外, 本文使用出口产品范围作为企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代理变量。 原因在

于, 出口产品范围的广度能够直接反映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竞争中的适应性与转型能

力。 当企业面临外部冲击时, 拥有更广泛产品组合的企业能够快速调整资源, 将生

产要素从受影响的产品线转向需求相对稳定或增长的产品线, 这能够体现全球价值

链韧性内涵中的多元性和灵活性。
现有测算通常直接用产品种类数来衡量企业出口产品范围, 但该方法无法识别

企业年内产品更替所带来的实质性范围变化。 为此, 本文定义企业当年出口产品组

合向量 P int = (p1, p2, …, pn), 其中, n 表示企业 i 在样本期内存在出口行为的海

关 6 位编码产品种类数量。 若当年企业在产品 j 上存在出口行为, 则p j = 1。 企业的

生产技术集可以认为是所有企业曾出口的产品集合, 定义累积产品组合向量 Aint =
(a1, a2, …, an), 其中, a j 表示截止到 t 年企业 i 在产品 j 上是否曾有过出口的虚

拟变量。 以企业当年出口产品向量与累计出口产品向量间夹角的余弦值表示产品范

围的变化程度, 公式如下:

ProductRangeit =
P int·Aint

‖P int‖ × ‖Aint‖
(7)

其中, P int·Aint 表示企业 i 当年产品组合向量与以往产品组合向量之间的向量内

积, ‖P int‖ × ‖Aint‖ 表示两向量模长的乘积。 ProductRangeit 的数值均介于 0 到 1
之间, 且为负向指标, 趋近 0 表示产品组合大幅偏离历史路径, 体现出战略转型力

度; 趋近 1 表示产品演化路径依赖较强。
基于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回归结果如表 4 列 (3)、 列 (4) 所示, 城市数字技

术网络地位的提升对企业出口产品多样性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 至此, 在改变企

业全球价值链韧性测算方法之后, 假说 1 依然成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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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稳健性检验: 替换被解释变量

变量
全球价值链位置波动 出口产品范围

(1) (2) (3) (4)

Degree 0. 056∗∗ -0. 017∗∗∗

(0. 023) (0. 004)

Betweenness 0. 076∗∗ -0. 030∗∗∗

(0. 036) (0. 007)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调整的 R2 0. 459 0. 459 0. 785 0. 785

观测值 7
 

975 7
 

975 8
 

668 8
 

668

五、 基于知识边界视角的机制分析

根据理论分析, 本文接下来基于知识边界视角检验城市数字技术网络嵌入增强

企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传导机制。
(一) 显性知识边界

为全面衡量显性知识边界, 本文从知识创造 (输入端) 与知识扩散 (输出端)
两个维度设计代理变量: 技术专利申请范围与技术专利被引范围。

在技术专利申请范围方面, 本文采用 IPC 体系界定技术领域, 通过汇总各企业

截至上年末的全部 IPC 分类号, 构建其专属的 “技术轨迹图谱”。 若企业当年申请

的专利出现未被 “技术轨迹图谱” 覆盖的新 IPC 类别, 则认为其实现了显性知识

边界的拓展。 基于此, 以企业在新技术领域提交的专利申请量作为其显性知识边界

拓展的指标。 此外, 本文构建了新旧专利之间的技术相似性指标, 用以反映知识结

构演化的幅度, 公式如下:

techproximityit =
TitT′i, t -1

(TitT′it) 1 / 2(Ti, t -1T′i, t -1) 1 / 2 (8)

其中, 向量 T 刻画了企业在各技术领域的专利分布情况, T′则由专利类别数量

占比构成。 该指标设计为逆向度量, 其数值降低意味着企业在技术知识维度上实现

了更大范围的拓展。 表 5 的 Panel
 

A 报告了数字技术网络地位对企业技术专利申请

范围影响的结果, 列 (1)、 列 (2) 中显著为正的系数表明, 数字技术网络嵌入能

够增加城市内企业的技术专利种类, 从而拓宽显性知识边界; 列 (3)、 列 (4) 中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数字技术网络嵌入有助于降低城市内企业自身的技术相

似度, 从而体现为显性知识边界的扩展。
在技术专利被引范围方面, 本文使用企业专利被引用次数、 被异地企业引用次

数对其进行衡量。 表 5 的 Panel
 

B 报告了数字技术网络地位对企业专利被引用的影

响结果, 可以看出, 数字技术网络指标的估计系数均在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表

明企业专利的影响范围随着城市数字技术网络嵌入程度的加深而扩张。 此外,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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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了显性知识边界对企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提升作用①。 至此, 假说 2a 得到了

验证。

表 5　 机制检验: 显性知识边界

Panel
 

A
专利种类范围 专利相似度

(1) (2) (3) (4)

Degree 0. 024∗∗∗ -0. 023∗∗∗

(0. 006) (0. 008)

Betweenness 0. 041∗∗∗ -0. 042∗∗∗

(0. 010) (0. 013)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调整的 R2 0. 335 0. 335 0. 425 0. 425

观测值 8
 

426 8
 

426 8
 

628 8
 

628

Panel
 

B
专利被引次数 专利被异地企业引用次数

(1) (2) (3) (4)

Degree 0. 011∗∗∗ 0. 020∗∗

(0. 002) (0. 008)

Betweenness 0. 015∗∗∗ 0. 026∗∗

(0. 003) (0. 012)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调整的 R2 0. 702 0. 701 0. 714 0. 714

观测值 5
 

843 5
 

843 4
 

846 4
 

846

(二) 隐性知识边界

与显性知识相比, 隐性知识通常难以通过文字准确传达给他人, 共同参与活动

对于获取和理解隐性知识非常重要。 首先, 本文引入贸易网络结构作为分析载体,
使用供应商 / 客户集中度双维度作为隐性知识边界的代理变量。 一方面, 供应商集

中度的降低增加了企业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来源。 另一方面, 客户集中度的降低意味

着企业产品嵌入更加多样的应用场景, 从而获取更多的隐性市场认知。
本文使用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额占总采购额比例来衡量企业面临的供应商份额集

中度, 使用前五大客户销售额占销售总额比例来衡量企业面临的客户份额集中度。
表 6 的 Panel

 

A 报告了数字技术网络地位对企业供应商和客户集中度的影响结果,
列 (1) — (4) 中显著为负的系数表明, 城市数字技术网络嵌入能够显著降低供

应商 / 客户集中度, 提高企业贸易网络多元化, 进而表现为对企业隐性知识边界的

拓展作用。
其次, 本文使用企业与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关联度来衡量隐性知识边界。 这样设

计的原因在于, 隐性知识具有情境依附性, 其传播依赖于组织间的互动与信任。 企

业与上下游的关联度越高, 意味着频繁的交流互动为资源交换创造了场景, 从而促

进隐性知识的流动。 借鉴 Donaldson (2018) [40] 的网络路径分析方法, 本文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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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篇幅, 显性知识边界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估计结果查阅同前。



Dijkstra 算法测算企业与各贸易伙伴之间的拓扑距离, 距离越短, 其与上下游交易

主体的联系越密切, 公式如下:

linkageit = ∑
m∈Hit

degreemt
∑
m∈Hit

degreemt( )
2

×
∑
j∈Hit

shortest_ len( i, j)

Q(Hit)
  

(9)

其中, Hit 代表与企业 i 存在直接或间接交易关系的企业集合; degreemt 为集合

中的企业在贸易网络中的中心度; ∑
m∈Hit

degreemt 为集合中所有企业贸易网络中心度的

总和; Q (Hit) 为该集合中企业的总数; shortest_len ( i, j) 为两企业之间在贸易

网络中的最短路径长度。 linkageit 表示企业与上游供应商或下游客户之间联系的紧

密度, 数值越小, 说明企业与上下游交易主体的联系越密切。 据此可分别得到企业

与上下游方向上交易伙伴的关联水平。 表 6 的 Panel
 

B 报告了数字技术网络地位对

企业上下游关联度的影响结果, 显著为负的系数表明, 城市数字技术网络嵌入程度

的深化能够提高企业与上下游贸易伙伴的关联度。
企业面临的贸易网络多元化程度以及上下游关联度越高, 意味着企业与多个上

下游伙伴建立了深度协作关系并形成网络化资源池。 当某一节点受到冲击时, 企业可

通过快速切换供应来源或销售渠道分散风险。 同时, 高关联度促使企业更敏锐地捕捉

市场变化或技术趋势, 进而提升抗风险能力和全球价值链韧性。 此外, 本文验证了隐

性知识边界对企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提升作用①。 至此, 假说 2b 得到了验证。

表 6　 机制检验: 隐性知识边界

Panel
 

A
供应商集中度 客户集中度

(1) (2) (3) (4)

Degree -0. 061∗∗ -0. 116∗∗∗

(0. 024) (0. 034)

Betweenness -0. 122∗∗∗ -0. 167∗∗∗

(0. 039) (0. 050)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调整的 R2 0. 852 0. 852 0. 482 0. 481

观测值 5
 

569 5
 

569 7
 

509 7
 

509

Panel
 

B
上游关联度 下游关联度

(1) (2) (3) (4)

Degree -0. 059∗∗∗ -0. 473∗∗∗

(0. 020) (0. 158)

Betweenness -0. 850∗∗ -0. 985∗∗

(0. 404) (0. 392)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调整的 R2 0. 382 0. 385 0. 341 0. 342

观测值 5
 

929 5
 

929 5
 

929 5
 

929

14

《国际贸易问题》 2025 年第 12 期 全球价值链

①

 

限于篇幅, 隐性知识边界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估计结果查阅同前。



(三) 异质性分析: 对影响机制的再检验

接下来, 本文采用分组回归策略, 从异质性维度对前文所提出的影响机制展开

进一步验证与探讨。 在显性知识边界方面, 本文将企业根据其主营业务划分为经营

范围较广和经营范围较窄这两大类。 经营范围越广, 意味着企业需要掌握更多不同

领域的技术, 从而表现为企业具有较为广泛的显性知识边界。 借鉴陈旭等

(2024) [41] 的做法, 本文运用网络爬虫与文本解析方法, 搜集并识别上市公司及其

所有分支机构的业务信息, 根据价值链分工逻辑将主营业务归为七种功能类型, 继

而以功能种类中位数为界对样本进行分组检验①。
 

表 7 列 (1)、 列 (2) 的结果显

示, 数字技术网络对全球价值链韧性的积极效应仅在业务范围更为多元的企业中显著

存在。 本文对此现象理解为, 业务范围较广的企业凭借其跨领域知识积累, 能够更有

效地利用数字技术网络实现知识重组与再造, 从而增强供应链风险应对能力; 而业务

范围狭窄的企业则受限于专业化的 “数字适配困境”, 难以充分吸收跨领域技术

外溢。
随后, 本文基于企业与其他企业共同申请专利这一情况, 将样本根据中位数划

分为创新合作伙伴较多和较少两类。 相比于创新合作伙伴较少的企业, 有较多创新

合作伙伴的企业所具备的知识边界更为宽广。 相应的分组结果展示于表 7 的

列 (3)、 列 (4)。 可以看出, 数字技术网络嵌入对全球价值链韧性的促进效应主

要体现在创新合作伙伴较多的企业中。 本文对此现象理解为, 拥有多元创新伙伴的

企业更易实现外部技术溢出与内部知识储备的组合式创新, 构建多元技术库以应对

供应链冲击。 对于创新合作伙伴较少的企业, 其知识获取路径单一化易导致 “技

术锁定”, 难以将城市数字技术网络嵌入转化为自身突破性创新能力。 以上结果也

佐证了数字技术网络嵌入通过显性知识边界这一渠道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韧性这一

作用机制。

表 7　 分组检验: 显性知识边界

变量
经营范围较广 经营范围较窄 创新合作伙伴较多 创新合作伙伴较少

(1) (2) (3) (4)

Degree -0. 046∗∗ 0. 018 -0. 094∗∗∗ 0. 014
(0. 022) (0. 082) (0. 031) (0. 051)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调整的 R2 0. 438 0. 425 0. 396 0. 478

观测值 4
 

583 3
 

623 5
 

581 2
 

654

在隐性知识边界方面, 本文将企业划分为分支机构较多和较少两类。 随着分支

机构数量的增加, 企业能够从不同地区、 不同行业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那里获得

更多视角和经验, 这些多元化的视角有助于企业加快隐性知识的积累。 从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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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1)、 列 (2) 中的系数可以看出, 数字技术网络嵌入所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韧性

赋能效应主要体现在分支机构较多的企业中。 原因在于, 分支机构较多的企业与其

他城市和市场之间的连接更密集, 数字技术网络的形成有助于这类企业将原本孤立

的隐性知识转化为可编码、 可传播的模块化信息, 进而增强了企业对市场波动和供

应链中断的适应能力。 而分支机构较少的企业受限于隐性知识存量的单一性和知识

交互场景的局限性, 数字技术网络发挥的信息传递功能对这类企业的知识重组与创

新迭代的影响较为有限, 由此表现为对企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促进作用不够明显。
此外, 本文根据上下游关联度的中位数对企业隐性知识边界进行分组, 这样设

计的原因在于, 从信息流动角度出发, 紧密的上下游合作有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行

业趋势、 竞争动态等隐性知识, 从而拓宽了其隐性知识边界。 本文借鉴周沂等

(2022) [42] 的方法, 基于我国各地区的投入产出表, 以行业生产过程中对其他行业

的中间品依赖程度来衡量不同城市中行业间上下游关联度:

vcln =(
coefficientn

∑
m≠n

coefficientnm
+ 1)

-1

(10)

其中, coefficientn 为 n 行业对自身的消耗系数。 ∑
m≠n

coefficientnm 是 n 行业对除自

身以外其他行业的总消耗系数。 vcln 越大, 表明 n 行业在中间品投入方面越依赖于

其他行业。 相应的分组检验结果报告于表 8 的列 (3)、 列 (4)。 可以看出, 城市

数字技术网络嵌入对全球价值链韧性的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上下游关联度较高的地

区; 而在上下游关联度较低的地区中, 该效应并不明显。 原因在于, 上下游高关联

度的地区往往存在着长期稳定的供应网络, 城市数字技术网络嵌入在这种情况下扮

演了强化合作关系的角色, 加深了企业间隐性知识的共享, 进而提升了企业全球价

值链韧性。 以上结果也佐证了数字技术网络嵌入通过隐性知识边界这一渠道影响企

业全球价值链韧性这一作用机制。

表 8　 分组检验: 隐性知识边界

变量
分支机构较多 分支机构较少 上下游关联度高 上下游关联度低

(1) (2) (3) (4)

Degree 　 -0. 122∗∗∗ -0. 054 -0. 075∗∗∗ 0. 105
(0. 042) (0. 040) (0. 027) (0. 102)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调整的 R2 0. 462 0. 428 0. 392 0. 476

观测值 4
 

071 4
 

182 5
 

980 2
 

478

六、 知识守门人的调节作用

根据上文理论分析提出的假说 3, 为考察知识守门人所发挥的调节作用, 本文

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同时引入知识守门人变量及其与数字技术网络地位的交互项。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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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守门人的度量参照 Breschi
 

和
 

Lenzi (2016) [43] 提出的网络邻近逻辑, 使用城市

内企业与外地合作方之间的平均网络距离来刻画其知识守门人水平。 衡量公式

如下:

gatekeeperct =
1
n ∑

n

i = 1
∑
m

j = 1

1
distanceij

(11)

其中, gatekeeperct 用于反映城市知识守门人水平。 n 代表该城市当年申请专利

的企业总数, m 表示与这些企业存在跨城市合作研发的外部企业数量, distanceij 为
专利合作网络中企业间的路径长度。 此外, 鉴于简单非加权距离可能无法反映真实

最短路径, 本文引入 Dijkstra 算法进行二次测算以增强结果的可靠性。 该指标数值

越大, 表明城市中知识守门人在信息解码与跨域传递方面所展现的能力愈突出。
根据表 9 的列 (1)、 列 (2), Degree×gatekeeper 的系数均在统计水平上显著为

负, 结合数字技术网络地位的系数, 可以认为, 城市中知识守门人水平的提高能够

明显增强数字技术网络嵌入所带来的全球价值链韧性提升效应。
跨城市专利合作中的知识流动效率不仅取决于本地企业与外地机构之间的联结

强度, 还受到城市内部知识中介规模的重要影响。 为更全面识别此类中介角色, 本

文进一步引入结构洞理论, 重新评估各城市在合作网络中的知识守门人规模。 具体

而言, 本文首先测算网络中每个节点的结构洞约束强度, 将每年处于约束系数最低

前 5%的企业界定为网络中的关键守门者, 进而加总至城市层面形成新的规模指

标。 表 9 列 (3)、 列 (4) 展示了基于此视角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可以看出, 随

着知识守门人数量的上升, 数字技术网络嵌入对企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促进效果趋

于增强。 至此, 假说 3 得到了进一步验证。

表 9　 知识守门人的调节效应

变量
非加权距离 Dijkstra 算法 加权结构洞 非加权结构洞

(1) (2) (3) (4)

Degree 　 -0. 116∗∗∗ -0. 009 　 -0. 029∗∗ -0. 001∗∗

(0. 033) (0. 071) (0. 011) (0. 000)

gatekeeper -0. 018∗∗ -0. 035∗∗∗ -0. 050∗∗ -0. 001∗∗

(0. 008) (0. 010) (0. 024) (0. 000)

Degree×gatekeeper -0. 209∗∗∗ -0. 354∗∗∗ -0. 258∗∗ -0. 066∗∗

(0. 076) (0. 092) (0. 128) (0. 034)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调整的 R2 0. 434 0. 447 0. 569 0. 567

观测值 6
 

777 5
 

229 6
 

777 5
 

229

七、 拓展性分析: 数字地位邻近与地理邻近

现有文献指出, 单纯的空间邻近性未必能在不同规模城市间形成积极的扩散效

应, 反而可能因区域间显著的发展落差诱发要素的单向集聚。 这一现象促使我们思

考: 在增强企业应对全球价值链风险能力方面, 城市间的地理邻近性与数字技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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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地位邻近性, 何者更具影响力? 为回答这一问题, 本文将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进

行匹配, 并根据二者之间的地理距离与数字技术网络地位差距进行分组, 考察随着

地位差距的增大, 中心城市数字技术网络地位 ( cendigtech) 对外围城市中企业全

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变化。
由表 10 可知, 城市间数字技术网络地位的邻近性对知识溢出的空间衰减效应

具有显著调节作用。 具体而言, 列 (1)、 列 (2) 基于网络地位趋同样本的回归结

果表明, 当外围城市与中心城市的数字技术网络地位差距较小时, 尽管存在地理距

离的阻隔, 中心城市数字技术网络地位的提升对远距离外围城市中企业全球价值链

韧性依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这反映了网络地位邻近性对地理距离约束的替代效

应, 即当城市间数字技术网络地位接近时, 地理距离对知识溢出的衰减作用被数字

技术的互联互通所抵消。 列 (3)、 列 (4) 的结果显示, 当城市间数字技术网络地

位差距较大时, 中心城市数字技术网络地位对周边城市全球价值链韧性的估计系数均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印证了技术势差理论的核心观点: 过大的网络地位落差会导致

城市间形成 “数字技术鸿沟”, 即便在较近的地理半径内, 低网络地位城市也因缺乏

必要的技术吸收能力 (如数字基建滞后、 人力资本断层和制度适配差距等), 难以将

中心城市的数字溢出转化为自身的全球价值链韧性升级动能。

表 10　 数字地位邻近与地理邻近的估计结果

变量

数字技术网络地位差距小 数字技术网络地位差距大

距离较近 距离较远 距离较近 距离较远

(1) (2) (3) (4)

cendigtech -0. 020∗∗ -1. 185∗∗ -0. 175 -0. 215
(0. 010) (0. 589) (1. 394) (0. 242)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调整的 R2 0. 411 0. 458 0. 476 0. 421

观测值 3
 

214 1
 

115 415 3
 

610

八、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来自不同城市企业之间的数字技术合作专利测算各城市的数字技术网

络地位, 探讨城市数字技术网络嵌入对企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 以及知识边界

在其中发挥的机制作用, 得出如下结论。 (1) 总体而言, 城市数字技术网络嵌入

能够显著促进本地企业的全球价值链韧性。 (2) 基于知识边界的机制研究发现, 数

字技术网络嵌入拓宽了企业技术范围和出口产品范围等显性知识边界, 以及企业的贸

易网络和信息网络等隐性知识边界, 进而提高全球价值链韧性。 (3) 知识守门人扮

演着区域内外的 “接口” 角色, 城市中知识守门人的增加有助于增强数字技术网络

嵌入所带来的全球价值链韧性提升效应。 (4) 本文从全球价值链韧性视角提出 “数
字地位邻近优势” 这一观点, 即中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数字技术网络地位邻近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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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正向溢出效应高于地理邻近。
本文提出以下四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一, 推动城市数字网络协同建设。 鼓励跨

城市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支持企业参与区域数字技术合作平台, 促进技术资源

在更广范围内高效配置, 打破本地数字化转型的局限。 第二, 拓展企业知识边界双

向能力。 支持企业通过数字网络获取多元化技术, 丰富产品组合与出口结构; 同时

推动贸易网络数字化, 降低供应商与客户集中度, 提升供应链的灵活性与信息透明

度。 第三, 培育知识守门人并发挥其枢纽作用。 加强具备技术解码与扩散能力的复

合型人才培养, 完善知识产权共享与技术经纪人机制, 推动外部知识向本地创新能

力转化。 第四, 优化数字网络空间布局, 强化数字地位邻近效应。 引导中小城市主

动对接数字地位相近的中心城市, 共建联合研发平台与标准互认体系, 放大数字技

术溢出的空间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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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Technology
 

Network
 

Embedding,
 

Knowledge
 

Boundaries,
 

and
 

Firms􀆳
 

Global
 

Value
 

Chain
 

Resilience
CHEN

 

Xu　 JI
 

Zhanpeng　 QIU
 

Bin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rowing
 

uncertainty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build
 

resilient
 

global
 

value
 

chains
 

(GVCs)
 

through
 

digital
 

networks.
 

This
 

effort
 

is
 

intend-
ed

 

for
 

strengthening
 

industrial
 

security.
 

Building
 

upon
 

this
 

insight,
 

the
 

paper
 

constructs
 

a
 

measure
 

of
 

urban
 

digital
 

technology
 

network
 

status
 

based
 

on
 

cross-city
 

digital
 

patent
 

coop-
eration

 

data
 

and
 

investigates
 

how
 

embedding
 

in
 

these
 

digital
 

technology
 

networks
 

affects
 

GVC
 

resilience
 

of
 

firm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embedding
 

in
 

urban
 

digital
 

technology
 

networks
 

significantly
 

boosts
 

firms􀆳
 

GVC
 

resilience.
 

From
 

a
 

knowledge-boundary
 

perspec-
tive,

 

such
 

digital
 

network
 

embedding
 

broadens
 

firms􀆳
 

explicit
 

knowledge
 

boundaries.
 

For
 

instance,
 

it
 

expands
 

their
 

technological
 

and
 

export
 

product
 

scope.
 

In
 

addition,
 

it
 

also
 

broadens
 

their
 

implicit
 

knowledge
 

boundaries,
 

such
 

as
 

trade
 

and
 

information
 

networks.
 

In
 

general,
 

these
 

expansions
 

in
 

turn
 

enhance
 

firms􀆳
 

resilience
 

within
 

GVCs.
 

Furthermore,
 

the
 

presence
 

of
 

knowledge
 

gatekeepers
 

amplifie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digital
 

network
 

integra-
tion.

 

Finall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 digital
 

status
 

proximity
 

advantage”,
 

suggesting
 

that
 

the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s
 

arising
 

from
 

proximity
 

in
 

digital
 

network
 

status
 

outweigh
 

those
 

resulting
 

from
 

traditional
 

geographical
 

proxim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networks,
 

this
 

study
 

elucidates
 

the
 

enabling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digital
 

tech-
nology

 

enhances
 

GVC
 

resilience.
 

Its
 

findings
 

are
 

of
 

reference
 

value
 

for
 

enhancing
 

the
 

resilience
 

of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Key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Networks;
 

Global
 

Value
 

Chain
 

Resilience;
 

Knowl-
edge

 

Boundaries;
 

Digital
 

Status
 

Proximity
(责任编辑　 张晨烨)

84

全球价值链 《国际贸易问题》 2025 年第 12 期




